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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４月３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对歪曲历史事实的“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做出审查合格的审定意见，激起了包括中国、朝
鲜、韩国在内的亚洲及世界各国舆论的谴责。分析和批判这本教科书的一系列谬论，不能不结合日本教科书从战前、战中到战后的变化过程，不
能不联系战后日本社会关于历史教科书多次发生的风波，不能不思考发生这一风波的深刻的社会原因。只有在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上，才可能对当前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的实质有更深刻的认识。 

 

一 战前和战争中的日本教科书  

 

日本的近代教育是伴随明治维新开始的。但是，如明治维新具有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一样，日本近代教育的特征也是以“教育勅语”为核心
的充满封建因素的天皇制的教育（1）。 

规定日本近代教育指导思想的是１８９０年颁布的明治天皇的所谓“教育勅语”。之所以颁布这一“教育勅语”，主要是为了维护和巩固明治维
新后确立的天皇制以及天皇的统治地位，因此，“教育勅语”是立足于建立以天皇为顶点的日本大家族的民族共同体的思想体系，即“家族国家
观”对日本人规定的必须无条件遵从的国民道德规范。“教育勅语”强调的核心的内容就是“一旦有事发生，必须以义勇奉公的精神，保卫天地
无限的皇运”，“在发生战争时，必须为天皇尽忠尽义，保卫国体”。也就是说，“教育勅语”是要日本人从学生时代起就把忠实于天皇，为天
皇献身作为最高的道德精神。不过，日本的统治者清醒地意识到，贯彻“教育勅语”不能只限于理论层面上的探讨和研究，更重要的是应成为日
本国民的普遍的意识和信念。而做到这一点，一是需要建立一整套教科书编写、发行和使用的原则，一是在教科书的内容中贯彻以天皇为统治核
心的“皇国史观”教育。因此，“教育勅语”颁布后，日本政府逐渐加强了对教科书的“统制”，主要的标志就是实施“国定教科书”制度和推
行“皇国史观”教育，这两点也构成战前和战争中日本教育的基本特征。 

在教科书的编写、发行和使用的原则方面，日本教育的主要特征就是“国定教科书”制度。随着明治政府统治的加强，特别是“教育勅语”公布
后加强“皇国史观”教育的需要，日本政府在１９０３年４月修改了“小学校令”，规定“文部省对于小学教科书拥有著作权”，这就是说，小
学的教科书必须由文部省编写，而所有小学必须使用这种由文部省编写的教科书，不能再选择其它的教科书，因此也阻止了教科书的自由编写。
这种由文部省代表国家编写的教科书就是所谓的“国定教科书”。学校只能使用“国定教科书”而别无选择的教科书制度就是“国定教科书”制
度。１９４３年，日本中学的教科书也改为“国定教科书”。“国定教科书”制度保证了“教育勅语”的贯彻，也为日本政府向国民强制灌输
“皇国史观”提供了行政手段（2）。 

关于“皇国史观”的内容，充斥于战前各种教科书中，而在“修身”、“国语”和“历史”等教科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修身”课是日本战前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课程，是直接体现日本政府的意志和“教育勅语”精神的。所以，强调“皇室中心主义”的“修
身”课国定教科书的编写最受重视。关于日本的历史，“修身”课本主要讲述天皇的世系，向学生灌输日本天皇是神（天照大神）的后代的思
想，把传说中的人物神武天皇作为创建日本的天皇加以宣扬，让学生们向其顶礼膜拜。于是，记载在日本古代的典籍《日本书纪》和《古事记》
中的日本开国的神话传说，包括公元前６６０年的日本建国，都赫然地写入教科书，“神之国的观念被强制性地灌输到日本的儿童中。当时的历
史教科书第一章就是“天照大神”，说天照大神是光耀世界的太阳，高居天上，普济众生，是天皇祖先。接下去讲天皇的世系，颂扬历代天皇的
圣明和天皇治下的日本的伟大。教科书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内容：“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的好国家，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神国”，使日本人从儿童起
就建立“生在皇国的光荣”的观念。 

战前的“国定教科书”不仅把天皇家的存在与作用作为整个日本历史的中心事件来描述，更重要的是把维护“皇室的尊严”、忠诚于“天皇的神
格化”、对天皇的“忠义”、“孝行”等作为国民重要的道德内容讲述和约束。因为一旦把天皇定位在神格上，要求人们对其无条件的崇拜就有
了“理由”，而孝忠于天皇就是孝忠于神，所以“国定教科书”重点是鼓吹忠实于神格天皇行为的行为。 

在初期的“国定教科书”中，颂扬楠木正成和楠木正行父子对天皇的忠诚和献身，颂扬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中日本军人的献身行为。到第二次
世界大战开始后，日本政府要求这一期的“国定教科书”必须对发动侵略战争的理由加以阐述，给予论证，以便动员日本国民积极投身于到战争
中。特别是当时的日本陆军中流行狂热的超国家主义的思潮，狂妄地鼓吹日本在亚洲的领导地位，所以，这一时期“国定教科书”也相应地注重
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体系构筑，对忠君爱国的精神和“皇国臣民”的道德标准都力图从“肇国精神”的角度给予哲学性的解释。 

“肇国精神”说的就是神格化的神武天皇开国的事迹，通过教科书歌颂他创建日本的“丰功伟业”，一方面进一步加强“神之国”的观念，另一
方面则是为在亚洲建立超国家的“大东亚共荣圈”做舆论宣传，鼓动日本国民积极投身战争（3）。 

在这一时期，教育与战争的联系已经不是间接的，教科书中充斥了军国主义的精神，如宣扬“八紘一宇”，给“大东亚共荣圈”寻找正统化的根
据；对“神风”精神大加颂扬，强调对“靖国神社”的崇敬的对“靖国精神”的效仿等，竭力证明为天皇献身成为“英灵”才是对“皇国臣民之
路”的正确实践。所以，这时的“国定教科书”是鼓动日本年轻一代参加侵略战争的重要的宣传工具。 

由此可见，对于加强天皇的政治统治和地位，对于日本军国主义道路和实行对外侵略的战争政策，建立在“教育勅语”和“皇国史观”原则上的
“国定教科书”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事物所不能取代的。 



日本战前到战争中的教科书立足于“皇国史观”的教育，即首先从“天皇是神”的基本点出发，宣扬天皇统治地位的天然合理；接着鼓吹对天皇
的无条件服从、信仰和崇拜，对天皇领导的“神之国”的忠诚。这种思想其实也就是日本右翼思潮的基础，很容易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和超国家
主义。日本战前右翼团体代表人物的思想尽管林林总总，五花八门，但都是典型的而且是顽固的“皇国史观”论和“国体论”的崇拜者，他们从
维护天皇制的国粹主义出发，经历国家社会主义发展到大亚细亚主义，对日本的军队和政治以巨大的影响，这是走向战争的重要思想基础
（4）。对于这一论断，曾经有许多日本人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予以证明。 

日本著名的教育家山住正己曾经对“国定教科书”压制人们的个性和理性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指出这样的教科书在日本社会的贻害无穷（5）。
有过战争的经历的若摫泰雄曾经分析道：日本的军人“从青春期开始就被反复灌输这样的观念，即‘我们的国体是令人敬畏和万邦无比的’、
‘八紘一宇的肇国精神’、‘建国以来光辉不灭的精神’、‘（天皇是）令人敬畏的现人神’等。他们一年到头反复地聆听这样的训示，而且要
笔直地站立，从未有过怀疑，当然更不可能批评或批判。几十年中，他们就形成了这种无知、无教养和偏见的思想”。若摫指出：这种思想则导
致他们头脑的“发狂”、“疯狂”、“精神异常”，导致他们对战争的狂热（6）。 

 

 

 

二 战后日本教科书的“改善”和“改恶”  

 

战后，在日本政治改革和国内和平民主运动活跃的背景下，上述导致走向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教育制度和教科书肯定会发生相应的变化。１９４
５年１０月起，盟军总司令部陆续发表了关于日本教育的四大指令，对于摧毁日本天皇制的法西斯教育起了重要作用。从此，天皇的“教育勅
语”被废除；作为宣扬军国主义、极端的国家主义和神道思想的主要工具－－修身课－－被停止；军国主义的和超国家主义思想被禁止散布
（7）。但是，在日本根深蒂固的“皇国史观”当然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围绕教科书制度与教科书内容的斗争便贯穿了战后整个日本社会
的发展过程，也就出现了日本教科书的“改善”和“改恶”的两个截然相反的发展方向。 

在教科书制度方面，战后最大的变化是从１９４８年开始，“国定教科书”逐渐向“审定教科书”转变，即原来政府把持的编写教科书的权力逐
渐向民间转移，学者可以自行编写教科书。学者编写的教科书经交文部省审查合格后可在出版社发行，学校根据自己的愿望从审定合格的多种教
科书中选择愿意使用的一种。虽然文部省设立教科书调查官和教科书审定审议会对提交的教科书稿本进行审定，但是比起战前后战争中的“国定
教科书”制度，“审定教科书”无论从内容上还是制度上应当说还是一种“改善”（8）。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定对于许多日本的历史学者来说
是实现了他们多年来向往的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的理想，于是，各种民主的研究团体、研究会如雨后春笋般地组织起来，开始了在编写历史教科
书方面的努力。随着日本战后的和平运动的发展和和平反战力量的壮大，“国定教科书”占据的比例在开始减少。下面的数字说明了这一情况
（9）。 

年代    “国定教科书”发行量比例（％）   审定教科书发行量比例（％） 

１９４９      ８０·２            １９·８ 

１９５０      ４６·９            ５３·１ 

１９５１      １９·０            ８１·０ 

１９５２       ２·６            ９７·４ 

可见，到５０年代初，“国定教科书”在教科书的发行量中所占比例已经微乎其微了，说明审定教科书的制度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一趋势
必然引起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恐慌，而这种恐慌则表现在掌握教育大权的文部省制定严格的教科书审定原则，给提交审定的教科书制造种种障碍和
限制。同时，文部省还对选择教科书的方式方法加以调整，力图限制最基层的学校对教科书的选择权力，而尽量将选择权集中在文部省容易控制
的地方教育委员会手中。 

如在保守的自民党在形成期间提出“刷新文教、整备设施”的口号，把实现日本义务教育教科书的“民编国管”作为该党的政治方针之一。“民
编国管”的涵义是：１、日本的义务教育即小学和初中的教科书虽然可以由民间编写，但是种类不宜过多，１－３种即可；２、必须由文部大臣
审定；３、选择教科书的权力统一到都道府县的教育委员会，而不是学校或地方的教育委员会。可以看出，如果按照这一“民编国管”的原则，
日本的教科书制度实际上又回到了“国定”的时代（10）。 

又如，文部省给予对教科书进行审定调查的“教科书调查官”以相当大的权力，他们的口头意见就可以决定教科书是否合格，掌握了对教科书的
生杀与夺的大权。而文部省可以根据自己的评价标准选择符合需要的教科书调查官。战前就是日本著名的“皇国史观”的鼓吹者的平泉澄的弟子
村尾次郎就曾经长期担任调查官，他的政治态度相当右倾，而且公开声称“我就是皇国史观论者，我就是国粹主义者。国粹主义有什么不好？”
显然，这些人的政治态度预示着日本教科书将面临的严峻的考验（11）。再如，文部省多次修改确定教科书编写方针的《学习指导要领》，这一
《要领》要求教科书应“提高年轻人对国家的关心程度，让他们保持旺盛的精神和志气”，应“培养日本年轻人的爱国精神”，甚至提出“为了
加深历史教育，应当深化对天皇的理解和敬爱”。这样的方针实际是竭力将战前教科书宣扬的国粹主义、“神国精神”等正当化，给用神话鼓吹
天皇制度和皇国史观的教科书以公然登堂入室的机会（12）。战后，日本的进步的和平民主力量是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为冲破审定限制而与右翼
保守势力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的，斗争主要围绕教科书中军国主义的宣传、“皇国史观”的教育和战争责任的认识等问题。战后５０多年来，进
步力量与右翼保守势力的力量对比斗争呈现波动局面，因此日本的教科书也相应出现了总体上的“改善”或总体上的“改恶”的局面。一般认
为，战后日本教科书出现了三次大的动荡，因为右翼与保守势力对改善的教科书发动过三次大的攻击。 

１９５５年起，日本政府制定的教科书的审定标准和“学习指导要领”发生根本的转变，规定把日本对中国的侵略称为“对大陆的进出”，为掩



盖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定下了基调。而根据新的教科书审查制度，８０％的新编写的教科书被认为“不合格”。这被认为是对教科书的“第一次
攻击”，结果是导致了持续１５年左右的教科书的“冬天的时代”，即教科书的“改恶”（13）。１９６５年，以家永三郎为代表的日本进步力
量对右翼抗议文部省的审查向法庭提出诉讼，１９７０年东京地方法院判家永胜诉后，文部省的审查有所缓和，教科书关于日本侵略事实的记载
有所改善。从１９７４年起，部分中学和高中的历史教科书中开始有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记述，以后记述日本侵略罪行的教科书也越来越多。 

８０年代中期，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背景下忘乎所以，要求对历史进行“总决算”，即对侵略罪行进行翻案，开始了第二次对
教科书的大规模攻击。文部省再次强化对教科书的审查，要求从教科书中删除南京大屠杀、从军慰安妇、７３１细菌部队以及冲绳作战等关于日
本“加害”的记述。由于这一举动遭到中国、韩国、朝鲜等亚洲国家的强烈抗议，当时的官房长官宫泽喜一发表谈话，表示今后的教科书审查要
考虑近邻国家国民的感情。家永三郎也同时提出第三次诉讼，明确要求判定文部省的除要求违法。１９９７年，日本高等法院对家永三郎的第三
次诉讼做出判决，判定家永三郎在“南京大屠杀”、“７３１细菌部队”、“日军对妇女的暴行”等４个问题的记述上是正确的，而文部省是违
法的（但仍判定教科书审查制度合法）（14）。经过这场斗争，教科书的内容又有了明显改善。９０年代初，基本所有的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和６
种初中历史教科书（共７种）都记载了南京大屠杀的暴行（在数字问题上有差异）；日本高中的２３种日本史教科书和初中的７种历史教科书
（全部）都已经记载了“从军慰安妇”的问题，世界史教科书中也有８种加以记载；多数高中日本史教科书和１种初中教科书开始记载７３１细
菌部队的暴行。可以说，这是战后教科书在揭露日本的战争罪行上出现的最好的局面。但是，日本的右翼与保守势力正是针对这一改善局面向教
科书发起了第三次攻击。 

第三次对教科书的攻击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右翼和保守势力把目标放在将于２００２年使用的日本初中历史教科书上，攻击正在
使用的１９９７年版７家出版社出版的历史教科书，主要的目标是攻击这些教科书中记载的以“从军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问题等为代
表的日本的侵略罪行的问题。 

这一次对教科书的攻击发生在冷战结束和世界进入全球化经济时代的国际背景下，也发生在日本经济多年停滞、社会不安的国内政治背景下，在
这种形势下滋生的泛滥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的“自由主义史观”思潮为右翼和保守势力提供了理论工具。 

正是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第三次攻击下，１９９７年版的教科书在申请２００２年的审定的时候，将其内容进行了改动，在许多涉及日本发动的
侵略战争的历史事实的记述上比原来有明显的退步。关于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只有日本书籍出版社的教科书还保留了这一记载。关于从军慰
安妇问题的记载，新版的教科书送审本保留这一记载的只剩下三种了。另外，关于“侵略”战争性质的认定，关于侵略行为的记述，２００２年
送审本与１９９７年版教科书相比，也有了明显的变化，这就是当前出现的“教科书改恶现象”（15）。 

   

三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  

 

  右翼与保守势力对教科书的改善倾向发动的第三次攻击与前两次比较，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右翼与保守势力气势汹汹地直接
赤膊上阵，由“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并交由日本扶桑社（《产经新闻》的背景）出版社会科（包括《历史》与《公民》）的教科书。 

  “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历史教科书集中反映了９０年代以来日本右翼和保守势力在教科书问题上的观点，最明显的就是对历史事实
的歪曲和篡改。这部教科书歪曲的历史事实涉及到许多方面，中国外交部对于其歪曲历史事实的问题提出８个方面的修改意见，韩国政府则对其
中数十处地方提出了明确的修改主张。归纳起来，主要涉及到以下问题： 

  １ 否认发动“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和“上海事变”等是日本军队的阴谋和对中国侵略的性质，而说成是中国的挑衅，把对中
国东北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美化为“以建立近代国家为目标”的行动，把对朝鲜的占领和强制吞并美化为“开发”。 

２ 鼓吹日本的侵略战争是解放亚洲的“自卫”战争，“大东亚战争”；称日本袭击珍珠港的胜利“激励了东南亚甚至非洲人的独立愿望与勇
气”；甚至说“１９６０年联合国通过的关于殖民地独立的宣言与大东亚会议的宣言是一致的”。 

３ 强调日本在战争中的“被害”，而掩盖甚至否认日本军队的加害行为：关于强抓中国和朝鲜劳工的问题，根本没有记述；关于强制妇女作为
“从军慰安妇”的问题，在编写前就造出舆论反对记载；而关于南京大屠杀，只在讲战后的国际审判时从否定论的立场上提到。相反，却罗列日
本方面因战争“死亡、失踪的军人及文职人员１８６万，平民约６６万”的具体数字。 

  ４ 否定对日本战争罪行的正义的审判，诱导人们怀疑对日本战犯审判的合法性和公正性。 

  以上是“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歪曲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历史的主要方面，这是比较容易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在这里我们还
要分析这部教科书的编写思想，分析编者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将其放到从战前、战争中到战后日本教科书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加以考察，从这
样的考察中，人们会发现这部教科书的历史观是对战后历史认识的严重倒退，而这是更加危险的问题。 

  这部教科书的前言－－“关于学习历史”－－是编者关于编写思想的说明。在这里，编者公开地称：“一说到学习历史，大概很多人就会认
为是了解过去的事实。其实并不一定是那样。所谓学习历史，关于过去的事情，其实是要学习过去的人们是如何考虑事情的。”（16）在编者看
来，学习历史的目的是要学习过去的人是如何思考的，不管过去的人们对历史问题的认识有什么样的局限，失误或问题，只要存在的就是合理
的，即使是神话、传说，也有其存在的合理因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评价过去的不公和不正。从方法论的角度，这种认识是典型的否认客观事实
的唯心主义的理论，其目的显然是要对书中大量地使用毫无根据的神话传说，狂热地宣扬“皇国史观”和“神之国”的观念从而否定战后审判的
结论制造理论基础。 

  翻开这部教科书，里面杜撰历史，宣扬以天皇为中心的神国论，鼓吹日本国家和日本文明的优秀性，把有关日本起源的神话传说作为历史事
实的记载比比皆是。 

比如，在这部教科书的开头就提出，就文明的发展来说，日本的文明早在欧亚大陆的四大文明（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伦）之前就出现了，说



大陆文明都是“沙漠与大河的文明”，而日本的文明是“森林与岩清水的文明”（17）。与战后的多数教科书不同的是，这部教科书根本否认中
国文化同日本文化的联系与影响，强调日本列岛构成一个“独特的文明圈”（18）。为了说明日本文明的起源，这部教科书列举了日本１９９３
年以来曾经轰动一时的高森遗址和上高森遗址的考古新发现，证明在５０－６０万年以前日本就有处于原人阶段的人类，可与中国周口店的北京
原人，印尼的爪哇原人相提并论。 

关于日本国家的产生，这部教科书的编者为了证明自己构筑的日本“独特的文明圈”的理论，当然需要制造出一个有悠久建国历史的日本，于是
同战前的教科书一样，神武天皇的“东征”和公元前６６０年２月１１日的“建国纪念日”就都被堂而皇之地写进了教科书，在原封不动地引用
了《古事记》和《日本书纪》的记载后，编者还加上了如下的说明：“以上是古代的传说。所以，究竟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还不大知道，有人认
为是虚幻的。但是，（上述记载）可以认为可能是反映了神武天皇的势力从九州向近畿移动而建立大和朝廷的事实。” 

历史教科书历来被认为是应当严肃、科学和严格尊重历史事实的，尤其是面向中学生的教科书，更需要使用已为科学研究充分论证的历史事实。
而在这部教科书中，描述历史居然使用“可以认为”、“可能是”等等词语，唯心主义的味道实在是太浓了。而且相当有讽刺意味的是，当这部
教科书刚刚编写出来送交文部科学省审定的时候，日本的媒体突然爆出了令人震惊的新闻：上高森遗址的考古发现原来是假的。 

当然，对于不大了解日本的历史与文化的人们来说，仅仅举出上述的问题，似乎还不能充分理解教科书的危险性。但是，一旦按照这部教科书上
述对日本古代历史的描述思路发展下去，就会发现被引入了“皇国史观”的体系。果然，接下去，在教科书中就赫然出现了“日本的神话”，为
“天照大神”、“神武天皇”等专门安排了章节；在进入近代史的部分后，旧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被推崇为“亚洲最初的近代宪法”；二战后
被明令禁止的“教育勅语”竟然全文刊载在教科书上，称这一“教育勅语”成为近代日本人人格的支柱。再下去，关于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和
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这部教科书就完全向学生描述所谓“过去的日本人”是如何思考的，就自然而然地进入了战争时期的“大东亚战争史
观”。 

由此可见，这部教科书对日本古代历史所进行的描述，对“天皇为中心的神国”的描述其实是在为其思想体系做铺垫，而这种思想体系，就是战
前日本右翼的思想体系，日本右翼的代表人物影山正治在阐述其国粹主义的思想核心的时候，就特别强调天皇的神圣性，他认为不应把《古事
记》看作单纯的“古典”，而应作为“神典”来信奉（19）。而这种思想体系是把日本引向战争之路的思想体系，如果结合战前和战争中日本教
科书来考虑，就会看到这部教科书的真正的危险所在。 

 

四 围绕日本教科书产生风波的实质  

 

了解了战后日本教科书问题的曲折过程后，人们不难看出，所谓“教科书问题”，就是由右翼和保守势力一再对教科书在战后的改善趋势进行攻
击产生的。教科书“改善”与“改恶”的焦点问题，一是如何认识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责任问题，也就是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是否真正反省
的问题，一是关于日本是否是“神之国”的问题，也就是对战后日本宪法的肯定还是否定的问题。联系教科书的历史，也可以看出，实质的问题
就是是否退回到战前和战争中的宣扬“皇国史观”和鼓吹军国主义精神的教科书上的问题。这两个问题本身是紧密联系着的，而且反映了日本当
代政治发展的动向。教科书的“改恶”现象，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 

关于日本“神之国”的神话，其实自日本战败天皇发布“人间宣言”开始就已经破产了。制造“神之国”的神话，原本就是为了强化天皇的统治
地位，所以战前和战争中的教科书才有神武天皇等那些神话传说的地位。战后的天皇既然失去了“神格”和对日本统治的权力，“神国”自然无
由存在，日本的历史当然要从事实根据开始，这是不争的事实。“新教科书编纂会”的教科书中再次把关于日本开国的神话写进去，并不是什么
新的创造，其实是战前和战争中宣扬“皇国史观”历史教科书的翻版。 

关于日本的战争责任，应当说在东京审判中就已经确认了，《旧金山和约》第１１条明确规定：“日本接受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在日本及其它同
盟国设立的法庭中日本战争犯罪的审判……”。但是，战后审判也有许多遗留问题：没有追究天皇的战争责任；没有追究日本违背国际公约进行
细菌战和化学战的责任；没有追究日本对亚洲各国的违反人道的犯罪责任（包括从军慰安妇、强征劳工等）等。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东京
审判的资料没有公开，对这些问题被免除战争责任的原因和内幕难以进行深入的追究。由于这一原因，加上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活动，日本国民的
普遍的战争责任意识并没有建立起来。战后日本的和平运动在国民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但多从“被害”的立场出发，对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的
“加害”责任认识淡薄。７０年代后半叶，保存在美国的有关档案陆续公开，而日本的学者从８０年代开始得以前往美国查阅那些资料，颇有收
获。粟屋宪太郎（立教大学）、田中裕（一桥大学）等从那些档案中发现了美国包庇日本天皇和部分重要的战争罪犯的战争责任的证据，开始对
天皇的战争责任进行追究。特别是昭和天皇１９８９年去世之际，世界范围内出现了重新思考其战争责任的热潮，日本社会也受到影响。８０年
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关于７３１细菌部队和化学战的新资料以及日本政府和军队强征从军慰安妇的新资料都有新的发现，特别是由进步学者组成
的“日本战争责任中心”在搜集侵略战争罪证方面进行了大量工作，积累了相当多的资料。这种对日本的战争责任和天皇的战争责任的深入追
究，使坚持大东亚战争史观和拒不承认战争责任的右翼和保守势力感到了恐慌。 

另一方面，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冷战局面结束和经济全球化的形势下，原来呈高速发展状态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长期停滞，引发了日本社会的
焦虑情绪。而日本国内的社会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特别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十分严重。近年来日本学校中出现的一些反常现象，如学生不关心国
家和社会，不遵守学校纪律和社会公德，逃学和暴力行为等等，相当多的学校由于学生强调自我，导致老师不能也不敢管理，秩序混乱，授课难
以正常进行。这些现象被称为“教育危机”和“教育荒废”。本来，这些现象是日本社会政治危机、经济危机以及深刻的社会矛盾在学校中的表
现，但是“自由主义史观”和“编篡会”将这些问题的出现归咎于教科书，称反映了日本侵略和加害历史的教科书使日本的年青人产生了对自己
祖国的反感甚至仇视，必须从改变教科书的记述入手挽救教育的危机。这就是从思想上支撑“新历史教科书编篡会”的日本自由主义史观对日本
教育的认识，他们以为在教科书中掩盖侵略的事实，掩盖日本人的战争犯罪，掩盖当代政治家的腐败渎职等龌龊事件就可以培养学生的“爱国”
思想，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那样培养出来的只能是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重新犯历史的错误。 

事实上，新的国家主义和排外主义思潮在日本已经有所抬头了。近年来，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日本社会上出现了一股强调日本在国际上的贡献
的思潮，强调日本负担了战争经费的２０％以上，达到１３０亿美元；一些人因自卫队参加了联合国的维护和平的行动（ＰＫＯ）和派扫雷艇到
了波斯湾而感到头脑发热。这些人认为实现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标本来是指日可待的，但国际社会仍然对日本的国际贡献视而不见，日本
没有得到相应的报答，包括没有得到在联合国中更加重要的位置和发言权。而日本国内的和平思想与和平宪法也被他们视为实现政治军事大国的
障碍。于是，他们在所谓解决“教育危机”的名义下，向日本的进步力量发动了攻击，掀起了修改日本的和平宪法以达到“名正言顺”地对外派
兵的目的的种种活动。右翼和保守势力的政治要求和运动需要日本社会的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民族主义情绪又需要自由主义史观的引导。在



这些力量的综合作用下，出现了“新历史教科书编纂会”编写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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